









摘　要：胡志博士在 《求索》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发表文章，认为 《实践理性批判》中 “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原
理，但并不是命令”一语存在文本疑误，应 将 句 中 的 “命 令”一 词 改 为 “定 言 命 令”。胡 志 博 士 的 论 证 存 在 着
“形式逻辑层面”与 “实践层面”的混淆，并由之造成了对康德文本难以避免的解释困难。康德原来的语句并非
文本疑误，它在形式逻辑上将 “准 则”与 “命 令”明 确 为 概 念 之 间 的 对 立 关 系，原 文 并 不 能 依 据 “准 则”与
“假言命令”在实践上的对应关系而作出修改。在 《实 践 理 性 批 判》中，“形 式 逻 辑 层 面”与 “实 践 层 面”是 两








性概念与自由概念 （以及与之不可分割地，与作为自由的规定根据的道德律）结合起来”① 中的 “作为自







理”能够且只能够区分为 “准则”与 “法则”，而 “命令”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又互不相容地分为 “假言命令”
与 “定言命令”，康德明确指出了 “定言命令”与 “法则”对应而不与 “准则”对应，而根据康德对 “准



























德从未对 “规 则”一 词 下 过 任 何 正 式 的 定 义，并 且 康 德 也 常 常 用 “规 则”一 词 指 称 属 于 实 践 原 理 的 东
西。［３］７９－８２例如，“法则”作为一种实践原理，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 “规则”。［４］３９－４１因此，我
们不能把 “实 践 原 理”与 “实 践 规 则”这 两 个 概 念 的 区 分 绝 对 化，在 “解 题”中，将 “实 践 原 理”与








们都可 以 找 到 一 个 被 称 为 “准 则”的 命 题 来 陈 述 这 个 行 为 的 原 理。另 外，在 康 德 哲 学 中， “法 则”
（Ｇｅｓｅｔｚｅ）一词有多层含义，除实践层面的意义外，它还有 “自然规律”的意思。须要注意的是，“实践
法则”与 “自然规律”虽然有所区 别，但 二 者 都 具 有 客 观 性 与 必 然 性，因 而 彼 此 的 含 义 并 非 完 全 隔 绝。





而且还考虑到了行为的特殊情况及具体内容 （或目的）。［７］９２就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对 “纯粹实践理
性的诸原理”这一章的论述来看，“解题”中的 “法则”作为 “实践法则”既包含了单数的绝对命令，也
包含了复数的道德法则，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法则在客观性与必然性上是与 “自然规律”相通的。
在澄清了 “准则”与 “法则”的相关含义后，我们接下来要考察的问题是：“准则”与 “法则”在概
念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从 “解 题”本 身 的 定 义 来 看， “只 被 主 体 看 作 对 他 的 意 志 有 效”的 “准
则”与被认 识 到 对 “每 个 有 理 性 的 存 在 者 的 意 志 都 有 效”的 “法 则”之 间，显 然 具 有 概 念 上 的 对 立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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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它们就是准则；在它们是客观的，或者适用于每一个有理 性 的 存 在 者 时，它 们 就 是 规 律。”［８］２８９
（此处 “法则”译为 “规律”。）
胡志博士还注意到， “准 则 和 法 则 也 是 可 以 统 一 的”［１］６４。纯 粹 实 践 理 性 的 基 本 法 则 被 康 德 表 达 为：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 志 的 准 则 任 何 时 候 都 能 同 时 被 看 作 一 个 普 遍 立 法 的 原 则。”［２］３９胡 志 博 士 断 言：
“此时，准则就是法则。”［１］６４这里存在着一个被胡志博士所忽视的至关重要的疑难问题：既然准则与法则
具有概念上的矛盾关系，那么康德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将准则与法则统一起来的？其实，康德在 《实践理




种性质ｙ （对所有人的意志有效）的 实 践 命 题 集 Ｑ。由 于 性 质ｘ与 性 质ｙ的 对 立，所 以 “准 则”与 “法
则”在概念的外延上不可能有任何的重叠。但这并不妨碍康德在实践 语 境 中 讨 论 某 个 确 定 的 实 践 命 题ｒ
时，发现ｒ既属于Ｐ，又属于Ｑ；既具有性质ｘ，又具有性质ｙ。这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同一个人既
是老师也是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 “老师”与 “学生”这两个概念具有交叉关系或包含 （被包含）关系。
所以，当康德说某个只对单个主体意志有效的准则同时也是一条对所有人的意志都有效的法则时，并不
意味着 “准则”与 “法则”在概念上具有交叉关系或包含 （被包含）关系。前者是 “实践层面”的关系，
后者是 “形式逻辑层面”的关系。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实践层面”与 “形式逻辑层面”所带来的这











一个客观原则 的 表 象，就 该 原 则 对 于 一 个 意 志 是 强 制 性 的 而 言，就 叫 做 一 个 （理 性 的）诫 命，
这个诫命的公式就叫做命令式。［５］３０－３１
在 “命令式”的概念内 涵 中，胡 志 博 士 特 别 强 调 了 “命 令 式”是 客 观 的 实 践 原 则，并 指 出 此 处 的
“实践原则”和 《实践理性批判》中 的 “实 践 规 则”相 对 应。［１］６４但 胡 志 博 士 所 忽 视 的 是 “命 令 式”中 的
“强制性”内涵。“实践的规则任何时候都是理性的产物”［２］２２，而一条实践规则之所以成为 “命令式”，正













康德以一种不相容选言命题的形式将 “命题式”划分为 “假言命题”与 “定言命题”。其中， “假言
命题”是与 “目的”相关的，“行为仅仅为了别的目的作为手段是善的”［５］３２，因而 “假言命令代表了一种
手段－目的合理性”［９］４４８。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依据目的的明确与否，进一步将假言命令划

















立的，上帝只能有 “道德法则”。［１０］１０１－１０２由此可见，康德将 “定言命令”与 “道德法则”统一起来，实质
上是借由 “人”这一有限理性的存在者而将这两个概念统一到同一条实践原理的命题上，因而这是一种





是 “实践层面”的统一性，而非 “形式逻辑层面”的包含 （被包含）关系，因为作为一种陈述单个主体







言命令在 “实践层面”是不能统一的，这是因为 “假言”的特征与 “定言”的特征无论如何都不能兼容
在同一条命令上，这正如奇偶性不可兼容于同一个自然数一样。
三、准则不是命令：对胡志博士的反驳
胡志博士所指出的第二处疑误涉及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准则／法则”的划分 与 “假 言 命 令／定 言 命
令”的划分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胡志博士认为：
















性决不可在 “形式逻辑层面”混同于 “老师”与 “学生”这两个概念间的关系。以 “实践层面”的统一
关系去论证 “形 式 逻 辑 层 面”的 概 念 关 系，正 如 因 为 存 在 一 个 兼 职 做 家 教 的 大 学 生 而 得 出 “老 师”与
“学生”这两个概念具有交叉关系一样，这显然是荒谬的。
那么，当康德说 “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 原 理，但 并 不 是 命 令”时，所 作 出 的 到 底 是 “实 践 层 面”的
判断还是 “形式逻辑层面”的判断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康德在说这句话时的语境：







者将会是假言命 令，并 只 包 含 熟 巧 的 规 范；反 之，后 者 则 将 是 定 言 的，并 且 将 是 唯 一 的 实 践 法 则。
（６）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原理，但并不是命令。［２］２２－２３
为方便分析，我为这 段 引 文 中 的 各 句 话 标 上 了 序 号，胡 志 博 士 所 指 出 的 第 二 处 疑 误 乃 是 句 子 （６）。
须要说明的是，这整段话都是出自 《实践理性批判》一开篇对 “解题”的 “注释”，此时 “解题”中出现
的各个概念的内涵并不明确，而这个 “注释”正是对 “解题”中各概念关系的澄清，因而整个注释基本
上都是在 “形式逻辑层面”进行说明与论证。具体到这段引文中，句子 （６）中的 “所以”一词表明句子
（６）与前面的句子具有推论关系。细读前五句话，我们发现，对 “准则”来说，康德在句子 （３）中特别
强调了 “准则”是一种 “主观原则”的内涵。而对 “命令”而言，康德在前五句话中一直在说明 “命令”
具有 “客观有效性”，前三句是总论，句子 （４） （５）是分论，以说明这种 “客观有效性”在 “命令”这
个概念内部的区别。根据句 子 （２）的 表 述，这 种 “客 观 有 效 性”也 就 是 “命 令”概 念 的 “强 制 性”内
涵。由此可见，引文中的前五句话是在着意说明，“准则”是一种 “主观原理”这个内涵与 “命令”概念
的 “强制性”内涵是有所区别的。这显然不是在实践语境中讨论某个既定实践命题所具有的性质，而是
在 “形式逻辑层面”所作的概念澄清。因此，作为结论的句子 （６）显然也是一个 “形式逻辑层面”的判
断，意在澄清三组概念间的关系，即 “准则”被包含于 “实践原理”，而 “准则”概念与 “命令”概念相
互对立。
由此可见，句子 （６）本身所表达的内容是明确的，并且也不与康德的思想相矛盾。胡志博士以 “准
则”和 “命令”在 “实践层面”的关系去论证二者在 “形式逻辑层面”的概念关系，从而指出句子 （６）
是一处文本疑误，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对胡志博士的结论提出质疑是很容易的，因为胡志博士
的论述对上述引文而言，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解释困难。我们注意到，句子 （３）与句子 （６）其实都以全
称否定的逻辑形式断言了 “准则”与 “命令”间的概念关系，根据普通逻辑的换位规则，可知句子 （３）
与句子 （６）在对 “准则”与 “命令”的判断上是等价的。但是，胡志博士对句子 （３）与句子 （６）却采
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他认为句子 （６）中的 “命令”一词应该改为 “定言命令”；而依据 《道德形而上
学的奠基》中的某些原文，胡志博士认为康德主要是从法则的角度来讲命令的，因此句子 （３）中的 “命
令”一词主要解释为 “定言命令”。［１］６４在 这 里，胡 志 博 士 对 句 子 （３）与 句 子 （６）的 处 理 采 取 了 双 重 标
准，这自然带来的一个质疑就是：既然可以把句子 （３）中的 “命令”解释为 “定言命令”而不修正它，
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样地把句子 （６）中的 “命令”解释为 “定言命令”而不修正它？或者反之，既然句子
（６）中的 “命令”要改为 “定言命令”，那么为什么句子 （３）中的 “命令”不一起改为 “定言命令”？此
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胡志博士认为句子 （３）中的 “命令”一词主要指 “定言命令”，这是完全站不
住脚的。从句子 （３）与下文的联系上来说，句子 （３）中的 “这些命令”与句子 （４）中的 “这些命令”
是同一个概念，而句子 （４）明 显 是 将 “这 些 命 令”划 分 为 “假 言 命 令”与 “定 言 命 令”的。而 从 句 子
（３）与上文的联系上来 说，句 子 （３）中 的 “这 些 命 令”与 句 子 （２）中 的 “这 种 规 则”对 应。在 句 子
（２）中，“这种规则”仅被赋予了 “强制性”的内涵而被定义为 “命令”，而无任何 “定言”的内涵。
四、结语
胡志博士认为，在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中，“所以准则虽然是一些原理，但并不是命令”这句话中
的 “命令”一词，要改为 “定言命 令”。这 一 观 点 是 值 得 商 榷 的。胡 志 博 士 的 论 证 存 在 着 “形 式 逻 辑 层
面”与 “实践层面”的混淆，其结论明显地面临着对康德文本的解释困难。我认为，“所以准则虽然是一
些原理，但并不是命令”一语是依据形式逻辑规则对 “准则”与 “命令”概念间关系的澄清，这句话所
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准则”被包含于 “实践原理”，而 “准则”概念因其所具有的 “主观原则”“只对单
个主体的意志有效”等内涵，使其与具有 “客观有效性”“强制性”等内涵的 “命令”概念之间不存在交
叉或包含 （被包含）关系。当然，“准则”与 “命令”是可以统一的，而且 “准则”不仅可以与 “假言命













ＣＤ－ＲＯＭ，Ｌｅｉｐｚｉｇ：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８６，Ｓ．９６．）中译本引自 ［德］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邓 晓 芒 译，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第７５页。另可参见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逻辑。如果按刘易斯所说，“法则”是 “准则”的一个种，那么就不存在刘易斯所 说 的 那 种 三 分 法，因 为 单 纯 的 法 则 并
不存在。就 “解题”而言，刘易斯显然忽视了康德对准则界定中的 “只”字。既然康德将准则界定为 “只”对单个主体
的意志有效，那么，“不只”对单个主体的意志而对所有人的意志都有效的法则，显然与准则具有概念上的对立关系。
⑤ 有人可能会对此产生质疑，认为 “道德法则”在形式逻辑层面包含 “定言命令”，或者认为 “道德法则”与 “定言命令”
在形式逻辑层面存在交叉关系。回 应 这 种 质 疑 其 实 很 容 易：不 论 是 “道 德 法 则”包 含 “定 言 命 令”，还 是 “道 德 法 则”
与 “定言命令”之间具有交叉关系，都意味着 “道德法则”这个概念可以合乎形式逻辑规则地被划分为 “具有强制性的
道德法则”与 “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法则”。然而，这种对 “道德法则”的划分是不 成 立 的，因 为 对 人 这 一 有 限 理 性 的
存在者而言，所有的 “道德法则”都 具 有 强 制 性；而 对 上 帝 这 一 完 满 存 在 者 而 言，所 有 的 “道 德 法 则”都 不 具 有 强 制
性。“道德法则”的这种划分显然没有一个确定的划分标准。诚然，我们可以说 “定 言 命 令”与 “人 的 道 德 法 则”这 两
个概念具有全等关系，但需 要 注 意 的 是，此 时 我 们 已 经 不 是 在 讨 论 “定 言 命 令”与 “道 德 法 则”之 间 的 概 念 关 系 了，















［１０］杨卉，洪楼．康德的 “定言命令”概念解析 ［Ｊ］．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１）．
（编校　舒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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